







在人类学的研究视域里 ,对客观物质的研究除了侧重于物质性 (materiality) ,即包括人类的物
化手段、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 ,还包括物质形态、意义和理解的主观性。作为分析、判断文明类型和
程度的依据 ,人类学对“物”———尤指客体的存在———的研究大致包括几个方面 : (1)物作为标识。
主要有两种认识方式 ,其一是将“异文化”作为现代物质文明的“他者”。早期人类学有一个基本的
分野 ,即把欧洲文明与原始、野蛮社会进行区隔化的“对话性分类 ”,这意味着原始的部落社会在整
体价值上陷入到福科的“权力 /知识”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等价值判断的范式。① 其二是将具体
物 (发明、发现、创造、使用等 )视为文化进化的标志和形态。文化人类学从本质上说是属于比较
的 ,即包含物的自我变化和发展的历时性比较。 (2)物作为分类原则。人类学研究社会首先从分
类开始 ,如果没有分类 ,人类的认识就很难细化和精确 ; 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生物的社会化分类 ; 对
物的具体分类包括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纯粹实用器物 ”、“为宗教或其他社会制度之目的而
产生的器物”和“追求文化中特殊的美感价值而创造的器物”,这三类物质虽各有其基本特性 ,却又
彼此关联。 (3)作为物的符号表述。物的存在既可视为形体的展现 ,也可视为特殊符号的表述 ; 物
的符号表述经常与社会的认知体系结合在一起。“物的结构符号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研究人类认
知系统和交流体系的方式 ,有助于检验特定文化传统中物的建构和使用的方式与意义。”② ( 4)物
作为交换的价值。物的交换不仅表现在经济范畴的商品交换和交易所产生的复杂的劳动、生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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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制造”的因素 ,即民族志的研究对象被民族志所制造 ,这是因为它们被人类学家定义、制造、
分离、搬移 ,脱离了原生的状态。① 民族志对物的研究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 (1)民族志对物的选择。
任何一种物 (包括动物、植物和自然物 )被人们所认知和认定的方式并不一致。以图腾为例 ,其对
象可以指氏族与特定动物、植物等所建立的特殊的崇拜和亲密关系 ,包括一氏族与另一氏族建立的
族外婚关系。② 除了在认知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建立集团之间的特殊关系 ,图腾制度还形成特殊的
“编码”体系。人类学家发现在奥吉布瓦的图腾制度中 ,当地人通过“鸟 ”与“雷 ”的象征来认识和
解读天象和日历。③ 这种由图腾物所建立起来的亲属制度、宗教信仰、知识体系、生态关系在人类
学的学科范畴内成为学科知识谱系中的专门性课题。④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与图腾制度相联系的
“物”被特定民族所选择 ,再被人类学家作为对象所选择。 (2)选择的过程既是制造的过程 ,也是发
明的过程。世界上有无数事物 ,为什么一些特殊的物品被贴上不同的标签甚至标价 ? 除了历史语
境的复合因素外 ,专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3)物的叙事。一方面 ,物品具有其产生、演变
等自我说明的内在规律和变化轨迹 ,这些决定着阐释者的阐释限度 ; 另一方面 ,它们被民族志者添
加上主观性、知识性和专业性的“附加值”( added value)。
人类学的历史也是对物的民族志的历史。早期的进化论者直接将物的演变与社会的进化同置
一畴 ,并将人加诸于物的因素、程度和类型视为文明“高 /低 ”的一种标识。摩尔根是以“物质文化 ”
为线索关照社会进化的代表人物。在《古代社会 》一书中 ,他把人类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 ,
即“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文明阶段”。不同的阶段又有低 /中 /高的分层 ,各自有特定的物的标识
和标志。比如 : 在低级蒙昧阶段 ,人类与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 在中级蒙昧阶段 ,人类开始渔猎
和使用火 ; 在高级蒙昧阶段 ,人类发明和使用弓箭。在低级野蛮阶段 ,人类发明制陶术 ; 在中级野
蛮阶段 ,东半球开始饲养动物 ,西半球则开始种植玉米等作物 ; 在高级野蛮阶段 ,人类发明冶铁术
并开始使用铁器。而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⑤ 在摩尔根的
研究视域里 ,“物”、“技术”和“文化 ”构成了重要依据 ,“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 ,向高级阶段
上升 ,这一重要事实 ,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⑥这也为后来的“新
进化论”学派定了基调。




质环境的各种关系和过程 ; 把文化形态与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 ; ⑧以物与环境的关系来确认
和分析“文化核”的整体观 ,即人类物质的“生计活动”与“经济关系 ”所形成的层次化整体 ,包括社
会及宗教内容。⑨ 而怀特则认为对这个系统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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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② 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 ,物质文化有助于使学者了解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信息 : ( 1)了
解有关技术与工艺的自然法则 ,以及因自然法则而创造、制作出来的实物本体 ; ( 2)完成这些实物










家当数莫斯 ,其代表作《礼物》奠定了民族志范式的基础 ,对后来的人类学家 ,包括拉德克利夫 - 布
朗、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 - 普理查德、弗思、尼德汉姆、列维 - 斯特劳斯、杜蒙、萨林斯、古德利尔、
格雷戈里、麦克柯马克、阎云翔以及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等 ,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首先 ,莫斯确立了礼物的“整体馈赠”原则 ,提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义务 ”,即给
予、接受和回赠这样一个三阶段的“演进图式 ”和礼物交换的互惠关系。⑤ 萨林斯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礼物交换的一般、均衡和否定性三种互惠类型。⑥ 其次 ,莫斯把物的交换视为与“灵 ”、“精神 ”相
联系的传媒力量。比如 ,波利尼西亚的“奥”,即礼物之灵 ( the sp irit of the gift) ,就深入到了精神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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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材料为依据 ,认为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经济 ”,库克船长笔下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中的
“物物交易”只是交换中的一种 ,且与自然经济的原则有很大的出入。① 莫斯把礼物交换中的非计
量性因素 ,诸如“声望”、“荣誉”、“权力 ”等 ,加以重点的呈现 ,并与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
罗布里恩群岛“物”与“声望”的交换模式进行“对话 ”。第四 ,莫斯认为日常的礼物交换衍生出其
他的交换形态 ,如亲属关系的交换、婚姻的交换以及社会关系的交换等。列维 - 斯特劳斯还引伸出
了“乱伦禁忌”等许多重要问题。②
物的经济交换原则在今天被人们当作衡量某一种物质的价值依据 ,但是这种经济法则并非代
表原始社会 ,或人类早期的社会交换关系和交换形式 ,甚至相互抵触 ,比如新石器文明遗迹中的一
些现象仍可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生活习俗中反映出来。③ 而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礼物“整体馈赠 ”制
度 ,即“氏族、个人以及群体相互间的交换关系 ,是我们可想象和观察到的古老经济和法律制度的
原型 ,这才是产生交换关系的基础 ”。④由此可以看出 ,物的交换在人类原始社会中不仅表现为对
物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和崇拜 ,而且还表现为人类对物与生活休戚相关的经验的感知和体认 ,以及将
物作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的整体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被学者们称为“物质主义者 ”, ⑤在他的民族志系列中 ,生活中的物质被用来说
明“满足人类基本功能的需要 ”。他并非最早研究原始社会物品交换的学者 ,但却是最著名的学
者 ,使他享誉世界的是他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民族志研究。他发现了这个西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
有意思的交换形式 : 一种叫“金麻利 ”( gimwali) ,即纯粹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没有仪式、没有巫
术、没有伙伴关系 ,主要原则是互通有无。另一种著名的交换就是“库拉”( Kula) ,它也是一种“物 ”
的交换 ,所不同的是库拉交换的不是具体的生活物质 ,而是代表“声望 ”的象征物。“库拉是一种大
范围的、具有跨部落的交换形式。它施行于一大圈岛屿上的居民群体之间 ,这些岛屿正好组成了一
个封闭的循环圈。”库拉有两个原则 : 第一 ,不是物物交换 ,而是礼物之间的延时交换 ; 第二 ,等价
与否由回赠者决定 ,对方不能强迫、不能争辩、也不能取消交易。⑥ 这两种物质的交换形式也成为
了后来经济人类学中所谓的“形式论派”( formalist)和“实质论派”( substantivist)争论的缘起。相比
较而言 ,库拉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 ,它不仅与当地酋长的权力、声望相关 ,与控制部落生活的主要力
量———风俗的惯性———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种“绝对命令”,而且它还与神话、巫术和仪式等超现实
力量相结合 ,形成库拉巫术体系 ,即操作上具有不同层次的“巫术系统 ”。⑦与莫斯“整体馈赠 ”中
“奥”的神灵作用相比 ,“巫术系统”的方式既便于分析 ,也避免陷入绝对化。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批
评莫斯说 ,荣誉公民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其个人行为并不需要完全满足团体的情感 ,但其
具体的行为和工作必须符合整个交换价值系统。⑧ 换言之 ,这些行为和工作要与通过回赠来维持
交换系统的价值相一致 ,而这正是莫斯的“整体馈赠”体系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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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 女人是生物个体 ,也就是说 ,由其它生物个体自然繁殖的自然产物 ; 另一方面 ,商品、劳务是
制作物 (或用技术和制作物进行的活动 ) ,也就是说 ,由技术活动者在文化平面上制作的社会性产
品”。②简言之 ,在婚姻的交换与物品的交换之间 ,女人成了特殊的“物 ”; 女人与商品的构造和特
性不一样 ,而交换的原则和规程则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取决于亲属制度结构的共性。
其实 ,除了具体的物品在交换中以满足日常之需 ,某些物品的交换以满足声望和权威获得之
需 ,以及女人的交换以满足维持相关集团的关系之需等类型外 ,在原始社会中 ,死人的某种特殊价
值也经常被作为具有原始宗教和婚姻交换的象征物进行交换 ,特别在某些重大的仪式中。③ 比如
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岛 ,死者的尸体通过特定亲属关系 (特别是姻亲关系 )所确认的食物、礼物 ,在
“尸宴”( segaiya)仪式上进行交流和交换。死者的“物 ”被说成是对食物的“加油 ”,对食物的享用





之谜》一书中认为 ,礼物首先需要进行分类 ,即“可赠予之物 ,可出售之物以及不可赠予或出售只能
保存之物”。⑤ 他通过对礼物的分类巧妙地建立起了他的礼物交换伦理 ,也就是把在莫斯那里没能
找到的解答和在列维 - 斯特劳斯那里过于笼统的结论化解了。他认为 :“神圣之物是一种与事物
起源的联系 ,并占据了人的位置。换言之 ,神圣之物是某种类型的关系 ,人们以此来维持与事物起









可分割性 ,以及所形成的给予、互惠和社会关系。⑨ 在他看来 ,礼物系统和商品系统完全不一样 : 在
礼物系统中 ,礼物的赠与回赠之间表现为参与交换者之间的认可与认同关系 ,虽然在某些场合以个
性化的形式出现 ,但原则上要满足相关的氏族和亲属之间所形成的既定关系 ; 而商品系统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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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与被认可的物的社会价值相一致 ; 商品交换则只需要满足在社会生活中的供求关系和利益原
则。毫无疑问 ,格雷戈里的这种划分有助于帮助厘清社会中的“礼物 /商品 ”之间的差异以及二者
所遵循的不同原则。然而这样的划分未必能解决所有的社会事务 ,因为“礼物 /商品 ”之间的社会
表现形式并非泾渭分明 ,二者经常交错在一起 ; 建立在群体基础上的个人行为与纯属个人日常生
活需求之间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可以被明确地归到“礼物系统”和“商品系统”的。①
文物 : 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不同的阶段注重对不同“物形 ”与“物性 ”的研
究 : 早期的进化论关注物质形态标志 ,通过对物的发明、发现和使用程度来划分文明的高低 ; 莫斯
开创了对礼物交换的研究 ,人类学由此转向物与人的关系研究 ; 第三阶段的象征人类学主要探讨
物的象征性与其他分类体系的关系 ,研究的对象为社会和文化 ; 现阶段则侧重以物为切入点来探
讨社会生活方式与心性 ,透过物折射“人观 ”(personhood)以及人类与生态的关系。从这个发展阶
序来看 ,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物 ”离得越来越远 ,转而关注于人与社会的研究。当下的遗
产研究有助于将人们的关注点重新拉回到“物 ”,这也反映出“民族志对物的研究 ”( objects of
ethnography)的反思精神。民族志对“物 ”的研究不仅刻意于形体 ,而且立意于其文化背景和社会
中的核心作为 ,例如 ,对于民间手工艺品和技术的描述、研究便属于物的民族志范畴。②
在特定的语境中 ,这种物的展示性“民族志画廊 ”( Ethnographical Gallery)被言说为另一种“文
明的制造”(Civilization in the Making)。③事实上 ,人类学对物的民族志描绘无法回避“制造的双重
性”,即人类如何通过物进行文化叙事。比如象征 ,如果说象征是人类最具标志的区别于其他生物
种类的表述方式的话 ,那么“象征性器物 ”( symbol - vehicle)和“物性的表达 ”(objective exp ression)
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赖以在文明的定义中说明自我的一种专属性符号系统。具体而言 ,象征可




















J. G. Carrier, “Exchange”, in C. Tilley, S. Keane, M. Rowlands, and P. Spyer( eds. ) , Handbook of M ateria l Culture, pp. 376 - 377.
③ ④　B. Kirshenblatt - Gimblett( ed. ) , D estina tion Culture: Tourism , M useum s, and Heritage, p. 17, 21, 30 - 34.
于收藏缪斯所掌管的艺术品的场所 ;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喻 ,即与“记忆”联系在一起 ,因为缪斯的





人类的遗产特别是文物进行搜集、修复和保护 ,使那些濒临灭绝和毁坏的文物得以留存和保护 ; 另
一方面 ,由于博物馆对文物特殊的展示和保护的需要 ,通常将文物搬移出文物的历史现场 ,并按照
专业的分类进行重新排列 ,这就意味着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建构的历史。无
怪乎“博物馆对历史的重新发明 ( the museum’s reinvention of history)被认为是对历史原义的一种威




化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吗 ?”③博物馆中的文物原本有其各自的原生性和归属性 ,然而 ,当它们




历、经验、背景、专业知识等的主观参与实现怀旧的愿望。其中包括两种实现途径 : 其一 ,博物馆根
据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文物的方式呈现历史的场景 ,比如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都展出了殖民时
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遗产 ,使欧洲人感受到昔日殖民主义的“辉煌”; 其二 ,专业人员通过经院式的
知识和技术将文物进行分类 ,以达到对过去时代的价值区隔和凸显 ,特别是其中日常生活的器物展
示 ,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怀旧情感。
从学术角度看 ,博物馆所收藏和展示的文物既是真实的 ,也是“非真实的真实性 ”( inauthentic
authenticity)。所谓真实 ,是因为实物存在的真实。所谓“非真实 ”,一方面指遗产和文物离开了遗
产和文物发生的历史现场 ,与它们所发生和联系的“原生纽带”(p rimordial ties)出现了断裂甚至隔
绝 ,使文物失去了自我说明的理由。当人为化的物品与传统的生活经历中的原生形貌相分离时 ,博
物馆宛若一堵不透风的墙 ,把原始的意义与人们的交流隔离开了 ,特别是那些艺术品。④ 另一方
面 ,博物馆所展示的文物在物和人之间获得了带有强烈主观性的解释。19世纪早期欧洲的许多博
物馆 ,比如英国博物馆 ,展出的工艺品是没有标签和说明的 ,目的在于不妨碍观众对文物的解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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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变化。今天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正在悄悄地发生变革。有资料显示 ,在美
国 ,从 1960年到 20世纪末 ,博物馆的数量增长了 15倍之多 ; 每星期去博物馆参观的人数比上体育
馆看球赛———比如美式足球、棒球等———的人还要多。① 在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形。
在现代社会 ,博物馆也成了物的价值、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场所。今天 ,人们只要提出一个简单的





特性 ,而是基于其陈列价值 ( disp lay value)。”④由于博物馆与“器物”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势必将人类
带入一个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实践空间 ,比如收藏活动所形成的收藏文化 ,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的差







Abstract　 The observation and study of objects always constitute important parts of
ethnography: the existence and evolvement of objects help anthropologists define the evolution
p rocess of civil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objects help them
analyze external functions and internal structures of a society; the classification, exhibition and
analysis of cultural relics derives the p rofessional genealogy of museum and anthropological
branch of app lied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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